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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埃及君主立宪制时期统治精英内部

互动及其影响

孙慧敏❋　 黄民兴❋❋

　 　 内容提要　 本文以埃及君主立宪制时期的统治精英为研究对象， 从统

治精英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这一角度解读埃及现代政治体制发展与变化的

原因。 这一时期的统治精英主要有以高级专员为首的英国殖民代表， 以国

王为首的王室家族和以政党领袖为首的现代政党领导成员。 在统治精英互

动关系中， 殖民精英一直占据上风， 王室统治精英与政党领导精英基本处

于敌对状态。 王室精英与以华夫脱党为首的政党精英对权力的争夺是这一

时期统治精英互动关系的主旋律。 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产生了积极和消极

两方面的影响。 同时， 也决定了日后埃及政治体制既不是王权统治， 也不

是议会统治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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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对民众历史的研究， 都侧重于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等

方面， 探究其发展的根源、 脉络及规律， 这是历史研究的主旋律。 人民创

造历史， 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参与历史的

创造， 而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特殊个体， 往往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更

直接、 更重要的影响。 具体到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 政治精英同样在其中

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即使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政治领袖和少数精

英人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① 总之， 少数当权者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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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关。① 由此， 对精英的研究也是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精英理论虽然遭受到许多非议， 但因其理论基础是直接建立在高度差

异化的社会事实之上， 所以该理论依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② 本文以埃及君

主立宪制时期的统治精英为个案， 通过对统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

响进行分析， 尝试解读埃及现代政治体制发展与变化的原因。

一　 精英与埃及统治精英

“精英” （法语 éｌｉｔｅ） 一词， 最初在 １７ 世纪用以形容质量精良的商品，
后来才用以表示地位优越的社会集团， 如精锐部队和上层贵族。 “精英”
（ｅｌｉｔｅ） 一词在英语中的出现始于 １８２３ 年， 当时该词已被用来表示社会集

团。③ 在汉语中， “精英” 意为精华或出类拔萃的人。 在阿拉伯语中， “精
英” （ ） 是动词 “挑选” （ ） 的普通词根型名词， 意为挑选出来的

精华、 精粹、 精选之物。
在 １９ 世纪后期的欧洲和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美国， “精英” 一词被广泛应

用于与社会、 政治有关的著作中， 精英理论由此产生。 精英理论是通过对

社会统治者和杰出人物的研究， 说明社会的性质和统治关系的政治学、 社

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精英理论由最初的 “精英循环理论” 和 “精英流动

理论”， 发展到 “权力精英理论” 和 “精英民主理论”。 精英理论在其发展

过程中， 精英理论家对精英的界定也在不断修正与完善。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认为除了短期中断， 人类社会一直处在精英的统

治之下； 精英特指那些最强大、 最有活力及最有能力的人。 加塔诺·莫斯

卡则更为直接， 他将精英直白地界定为 “统治阶级”， 并指出在现实社会

中， 服从单一指令的、 有组织的少数人支配无组织的大多数人是社会发展

的必然结果。 哈罗德·Ｄ 拉斯维尔以价值为尺度， 认为精英是取得价值最

多的人， 可望取得的价值有尊重、 收入、 安全等。 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精

英是在竞选中获得更多民众支持的个人或者团体。 中国学者刘哲昕结合国

外学者与人类历史发展经验， 将精英界定为人民培养出来的最有能力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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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情怀的优秀儿女， 他们既是最有能力、 最生机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 又

是最有道德、 最热爱人民和最甘于奉献的。①

精英理论缘起于西方， 最早被用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物与历

史事件。 阿拉伯学者借助西方的理论， 结合本地区的历史与现实， 将精英

分为经济、 政治、 技术、 法律等类别， 并侧重对政治精英或统治精英进行

研究。 对政治精英的界定， 主要强调精英在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 及其在

社会地位、 社会影响等方面的表现。
哈桑尼·陶菲格·易卜拉欣教授将政治精英界定为社会中的少数人，

他们富有才能、 潜力与优点等客观条件， 并有能力制定政治决策以领导与

影响社会的发展。② 艾哈迈德·扎耶德教授认为政治精英是在国家决策方面

具有重要影响的群体， 政治精英中最为突出的小群体称之为 “核心精英”，
即国家立法、 执法、 司法部门的领导人物。③ 有学者更为直接地将现代政治

精英定位于政党领袖、 国会议员、 政府首脑与各部大臣等具体职位的

人员。④

与此同时， 也有学者提出对 “政治精英” 这一概念普适性的疑问。 纳

比尔·阿卜杜·法塔赫指出埃及不适用这一概念， 而更适用 “类政治精

英”， 他们以压迫性的文化、 暴戾的话语进行威权统治， 对民生疾苦充耳不

闻， 致使民怨沸腾。⑤ 还有学者强调军队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 如埃及有军

队做后盾， 政府官员对国家是单纯地进行统治， 而不是治理， 即使埃及的

政治系统越来越开放， 但实际上只是 “军事—政治精英” 完善和加强政治

统治的表象。⑥

相较 “政治精英”， “统治精英” 的概念更适用于形容埃及君主立宪制

时期政治权力的把持者。 这一时期， 现代政治体系初步建立， 但埃及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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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殖民统治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力之下， 各政党及政治领袖前途未卜。 虽

然埃及颁布了宪法， 但与现代欧洲议会民主制或君主立宪制相比， 国王被

赋予过大的权力， 得以破坏宪法实施与议会程序； 英国军队和顾问继续留

驻埃及， 从而干预埃及内政。① 参考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 本文以 “统治

精英” 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并将埃及的统治精英界定为在国家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军事、 外交等领域起决策性作用的人。

二　 君主立宪制时期埃及统治精英的构成

１８０５ 年 ７ 月， 在马穆鲁克与土耳其人的权力角逐中， 阿尔巴尼亚军团

青年军官穆罕默德·阿里成为 “尼罗河谷的新主人”。 穆罕默德·阿里对埃

及实行家族统治， 国家重要的军事或行政职务都由其家族成员担任。 这一

现象一直延续至 １８７８ 年 “欧洲内阁” 的建立。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国王颁

布了埃及新宪法， 改行现代政治体制。 宪法规定埃及是君主立宪制的自由

独立国家， 立法权由国王和议会分享， 外国既得利益不受宪法影响。 由此，
埃及君主立宪制时期的统治精英由以高级专员为首的英国殖民代表， 以国

王为首的王室成员和以政党领袖为首的现代政党领导成员构成。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英国宣布终止保护国制度， 承认埃及是一个独立的

主权国家， 但同时提出 “四项保留条件”②。 英国继续控制着埃及的交通、
经济、 国防、 外交。 “四项保留条件” 并未受到 １９２３ 年宪法的影响。 交通

上， 苏伊士运河为英国所控制。 经济上， 埃及是英国棉花需求的主要供给

国。 国防上， 英国在埃及驻有强有力的军队。 外交上， 埃及须与英国保持

一致。
埃及的半殖民地地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例如， 英国驻埃及的高级专

员是英国殖民利益集团在埃及的代言人， 并具有直接干预埃及内政与外交

的职权与能力。 即使在 １９３６ 年 《英埃同盟合约》 后， 高级专员改称为驻埃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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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使， 外交依然唯英国马首是瞻， 埃及的内政仍受到英国的限制。① 二战

爆发后， 埃及立即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和商务关系， 接管了德国财产， 并

监禁了境内的所有德国人。② １９４２ 年 “二月事件” 中， 英国对法鲁克国王

下达最后通牒， 用坦克和大炮部队包围了阿布丁宫， 迫使国王立即接受纳

哈斯组织华夫脱党政府。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福阿德苏丹利用埃及独立的时机， 改称为国王福阿

德一世， 法鲁克王子被英国承认为王储， 以排除土耳其贵族统治精英， 加

强与巩固其家族的统治。 １９２３ 年宪法赋予国王的权力与王室家族的世袭地

产足以奠定其统治精英的地位。 这一时期， 国王拥有自上而下的统治权。
依据宪法， 立法权由国王和参议院、 众议院共享 （第 ２４ 条）③， 法律必须由

国王和议会同时批准才能生效 （第 ２５ 条）。 国王以三种方式参与立法： 提

案权、 表决权和颁布权 （第 ２８、 ３４ 条）。 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第
７３ 条）， 国王有权委任参议院议长和 ２ ／ ５ 的参议员 （第 ７４ 条）， 以及解散众

议院 （第 ３８ 条）。 行政权归国王所有 （第 ２９ 条）。 宪法赋予国王直接和间

接的统治权， 直接权力包括对各部大臣、 高级神职人员、 军队与王室随护

人员的任免权， 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以及军官的任免权； 间接权力包括分配

公共利益， 建立或重组政府部门， 确定各部职权， 以及颁布必要的法律与

条例。④

国王凭借宪法赋予的权力恣意妄为， 王室精英伺机谋取政治与经济利

益。 国王甚至公然破坏宪法， 进行了三次反议会政变， 从而引起了埃及政

党的三次护宪运动。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棉花价格急

剧下降， 农村土地兼并之风盛行， 国王听之任之。 至君主立宪制后期， 法

鲁克国王成为埃及最大的地主， 拥有耕地 ２８１０９ 费丹⑤， 王室拥有全国可耕

地面积的 １ ／ １０， 而农村近 １ ／ ５ 的家庭没有耕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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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 年宪法规定， 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 （第 ２３ 条）。 议会拥有立法

权， 其实施的方式有提案权和表决权 （第 ２５、 ２８ 条）。 国王虽有任命各部

大臣的权力， 但大臣对议会负责 （第 ６１ 条）。 众议院可通过对大臣的不信

任案， 一旦通过， 大臣必须辞职 （第 ６５ 条）。 另外， 每位议员都有对大臣

的质询权 （第 １０７ 条）。 虽然议会的权力受到国王的压制， 但政体基本维持

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埃及现代政党开始合法参与国家统治与管理。
１９２３ 年宪法是 １９１９ 年革命的产物。 革命之前， 埃及相继成立了多个政

党， 其中祖国党、 乌玛党、 立宪改革党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君主立宪制时期， 埃及政党通过议会选举组建内阁。 政党通过议会选举的

形式角逐国家的统治权力， 具有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① 现代政党领袖是埃

及统治精英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 华夫脱党是埃及最有影响力的政党， 在阿拉伯国家中没有

任何一个在殖民时代组建的政党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埃及共举行八次议会选举， 华夫脱党胜选六次。② 一方面， 诸多政党积极倡

导的议会政党政治， 推动了埃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另一方面， 这些政党

是建立在地主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之上的， 其领导精英多出身大地主家庭，
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 数次执政的华夫脱党， 从未主张过土地改革。 柴

鲁尔在世时， 曾提出每人限地 ５０ 费丹， 但遭到党内上层的反对。③

三　 埃及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

通过国家建构， 埃及形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三权分立制度， 并由此构

筑了埃及各种政治力量交往与角逐的空间和舞台。④ 统治精英之间的合作、
疏离与对立几乎贯穿了整个埃及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 在埃及 １９２３ 年宪法

制定过程中， 统治精英内部的矛盾就初现端倪。 英国人要求保证自己的利

７０２

①
②

③
④

参见哈全安 《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的演变》， 《南开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Ｐ Ｊ 瓦提克迪： 《埃及现代史： 从穆罕默德·阿里到穆巴拉克》， 巴尔的摩： 霍普金斯大学

出版社， 阿文版， １９９１， 第 ２９５ 页。
彭树智主编 《二十世纪中东史》， 第 １０２ ～ １０３ 页。
王泰： 《埃及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研究》，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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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王室成员竭力攫取权力， 而支持君主立宪制的官员又想剥夺宫廷的

大权。①

君主立宪制时期， 英国殖民精英的统治政策是同时制衡王室与政党，
维护英国在埃及的利益。 在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中， 殖民精英一直占据上

风， 王室统治精英与政党领导精英基本处于敌对状态。 王室精英与以华夫

脱党为首的政党精英对权力的争夺是这一时期统治精英互动关系的主旋律。
以 １９３６ 年 《英埃同盟条约》 签订为界， 这种互动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中， 埃及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 王室精

英依附殖民精英， 排斥政党精英； 政党精英利用民众， 反抗殖民精英， 与

王室展开争斗。 英国殖民精英忌惮柴鲁尔政府的反英政策， 及其倡导的声

势浩大的群众性反英运动。 “李·斯塔克事件” 发生后， 英国殖民精英出面

干预埃及内政， 发出最后通牒。 柴鲁尔拒绝接受， 被迫辞职。 之后， 亲国

王的新政府无条件地接受了英国的无理要求。 华夫脱党重返统治地位一事，
屡次因其未能与英国就内政外交事务达成一致而搁浅。 福阿德国王借势针

对主张限制君权的议会政党实施了三次反议会政变。 他支持王室亲信成立

政党， 如联盟党、 人民党， 组建 “宫廷内阁”， 组成数届亲王室的新政府。
英国殖民精英对王室权力的增长也有所顾忌， 劝诫国王取消有财产限制的

选举政策， 恢复宪法， 支持组建两党或多党内阁。
针对英国的殖民特权， 华夫脱党领袖柴鲁尔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同英帝

国主义进行斗争。 华夫脱党积极倡导埃及民众进行广泛的政治联合， 主张

通过合法的与非暴力的斗争方式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② 埃及各界群众纷纷

集会， 要求彻底结束英国的占领制度。③ 同时， 针对国王的倒行逆施， 华夫

脱党与立宪自由党组成联盟， 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持续护宪运动。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初， 人民激烈的反 “宫廷政府” 活动遍及全国。 在国内政治和经济危

机的双重压力之下， “宫廷政府” 几经更迭， 埃及政治面临严峻的动荡

局面。
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５ 年， 华夫脱党被排斥出统治地位。 失去政权的这五年间，

华夫脱党领导层为重返政坛， 甚至一度寄希望于英国向国王施加压力。 而

８０２

①
②
③

彭树智主编 《二十世纪中东史》， 第 ６８ 页。
参见哈全安 《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的演变》， 《南开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参见雷钰、 苏瑞林 《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 第 ２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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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的变化也迫使英国急切希望与合法的民选政府进行谈判， 建立同

盟， 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战争风险。 同时， 国王委任的 “宫廷政府” 未能有

效处理国内安全问题和埃英关系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 英国帮助华

夫脱党恢复了宪法， 签订了 《英埃同盟条约》， 埃及统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关

系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阶段中， 埃及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 殖民精英偏向政

党精英， 制约王室精英； 王室精英利用民众， 与主要政党精英进行博弈，
以争取殖民精英支持。 殖民精英转而支持政党精英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
（１） 在同盟条约的签订中， 华夫脱党政党精英的妥协性暴露无遗， 可为英

国所用。 英军仍获准驻留埃及国土， 埃及军队无权进入运河区， 埃及的外

交自主权仍受到限制。① （２） 新继位的法鲁克国王年少， 英国驻埃及大使迈

尔斯·兰普森甚至把 ２０ 多岁的法鲁克依然称为 “男孩”。② （３） 通过合法选

举执政的政党精英， 可以实现埃及稳定， 有利于维护英埃同盟关系。 如果

不是华夫脱党执政， 埃及就不会有稳定的政局， 即使同盟条约签订， 也难

保英国在埃及的地位。③ 英国殖民精英在 “阿布丁宫事件” 中对国王下达最

后通牒， 要求组织以纳哈斯为首的政府， 这充分说明了英国殖民精英对华

夫脱党的倚重。
法鲁克与政党精英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合作与敌对。 国王把华夫脱党视

作主要的竞争对手， 因而拉拢与该党政见不合的自由立宪党， 及从华夫脱

党脱离的萨亚德党， 共同对抗华夫脱党纳哈斯的势力。 １９３６ 年 《英埃同盟

条约》 签订时， 法鲁克尚未成年， 没有摄政权。 他亲政之后， 便以此诟病

华夫脱党。 法鲁克注重从群众中获得声望， 组织工人与学生运动， 一方面

是为了与华夫脱党进行对抗， 另一方面是为了争取英国殖民精英的支持。
１９３７ 年王室精英设法挑起了两次学生与群众的反华夫脱党集会， 与会者呼

喊 “亲国王、 反华夫脱党” 的口号。④ 法鲁克深知英国对其王位的影响力，
并不想与英国为敌， 小心翼翼地处理与殖民精英的关系， 唯恐废黜事件在

自己身上重演， 而英国意在支持有民众基础的政府， 法鲁克此举正是投其

９０２

①
②
③
④

参见雷钰、 苏瑞林 《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 第 ２６３ 页。
参见 〔美〕 詹森·汤普森 《埃及史》， 郭子林译， 第 ２８４ 页。
参见雷钰、 苏瑞林 《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 第 ２６１ 页。
参见雷钰、 苏瑞林 《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 第 ２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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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好。
君主立宪制时期， 埃及统治精英内部的互动关系同样值得关注。 殖民

精英与王室精英内部因其利益较统一， 互动关系平和。 而作为第一大党的

华夫脱党， 其领导精英的内部矛盾重重， 呈现严重的分裂。 １９３７ 年纳哈斯

将马哈茂德·努克拉什和艾哈迈德·马赫尔驱逐出党， 两人随即成立萨亚

德党； １９４２ 年纳哈斯又将克拉姆·奥贝伊德驱逐出党， 后者随后建立了集

团党。 这些分裂出来的党派， 都成为华夫脱党的反对党， 也成为国王与华

夫脱党争夺权力的工具。

四　 统治精英间互动关系的影响

通过现代政治体制确立的权力归属， 埃及统治精英借助不同力量围绕

权力进行博弈。 统治精英激烈的角逐过程构筑了统治精英内部不稳定的互

动关系， 而这种互动关系成为国家政治矛盾的重点之一， 它不仅作用于统

治精英本身， 同样影响国家的命运和平民生活。
埃及统治精英间的互动关系对埃及社会政治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

方面的影响， 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为埃及人民谋取了一定的福利。 为民谋利是统治精英维持政治

权力的保障。 英国殖民精英极力想扶持对英友好并有群众支持的政治力量

组建政府。① 统治精英也将人民的支持作为权力斗争的筹码。 为了树立民

望， 统治精英在教育、 农业等方面都有所作为， 使人民或多或少有所

受益。
教育方面， 柴鲁尔担任首相后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实施免费的义务

教育。 华夫脱政府制定的教育发展计划有效地降低了埃及的文盲率， 后者

从 １９１７ 年的 ９１ ２％下降到 １９２７ 年的 ８５ ９％ 、 １９４７ 年的 ７７ ２％ （见表 １）。
在教育发展计划的影响下， 埃及世俗性的公立中高等教育也取得了重要发

展， 君主立宪制时期中学生和大学生在校人数各增长了近 １０ 倍 （见表 ２）。
这些新增的学生多数不是来自城市的上流社会家庭或中产地主家庭， 而是

０１２

① 阿里·丁·希拉尔： 《埃及政治体制的发展 （１８０５ － ２００５）》， 开罗： 开罗大学政治研究中

心， 阿文版， ２００６， 第 １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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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农村贫困家庭。①

表 １　 １９０７ ～ １９４７ 年埃及的文盲率 （％）

年份 文盲率

１９０７ ９２ ７

１９１７ ９１ ２

１９２７ ８５ ９

１９３７ ８５ ２

１９４７ ７７ ２

　 　 资料来源： Ｄｏｎａｌｄ Ｃ Ｍｅａ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ｏｍｅｗｏｏｄ，
１１１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 Ｉｒｗｉｎ， Ｉｎｃ ， １９６７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３０１， Ｔａｂｌｅ １１ － Ａ － ６ 转引自 Ｍａｈｍｕｄ
Ａ Ｆａｋｓ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１９８０， ｐｐ ４２ － ５５。

表 ２　 君主立宪制时期埃及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发展 （人）

学年 中学生在校人数 大学生在校人数

１９２５ ／ １９２６ １６８７９ ３３６８

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１ ３８８０９ ４２４７

１９３５ ／ １９３６ ４５２０３ ７５１５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１ ５８８６７ ８５１７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６ ７５０９６ １３９２７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１ １５２５５２ ３１７７４

　 　 注： 不包括爱兹哈尔大学和私立学校。
资料来源： Ｈａｇｇａｉ Ｅｒｌｉ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５， ｐ ９６。

埃及是农业国家。 截至 １９３９ 年， 埃及有 ７１％ 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
６９％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② 埃及王室精英和政党领导精英多是大土地所

有者。 发展农业生产， 对于统治精英而言尤为重要。 在英国殖民当局派出

的农业专家的帮助下， 政府积极引导农业生产， 推广人造肥料的使用， 增

１１２

①

②

Ｈａｇｇａｉ Ｅｒｌｉ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５， ｐ ９６
Ａｌａ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１９２０ － １９３９），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１９８０， ｐｐ ５６ －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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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公共水渠。 埃及农村公共灌溉水渠免收使用费， １９２３ ～ １９３９ 年公共水渠

长度从 ６７５６ 千米增加至 １０２４６ 千米。① 这一时期， 在英国专家的指导下， 埃

及农业种植技术得到提高： 提早棉花种植时间， 有效降低了棉铃虫对棉花

的危害； 缩小棉花种植间距， 提高了棉花产量。
同时， 埃及工人队伍发展壮大， 成为统治精英各方极力争取的对象。

埃及政府通过了一些保护工人的法令， 如实行 ９ 个小时工作制， 禁用 ９ 岁以

下的童工等。
第二，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随着埃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 华夫脱党反对 “四项保留条件”， 却亲力促

成了 《英埃同盟条约》。 英国对华夫脱党的态度也由反对转为支持。 在统治

精英互动关系的变化中， 英国对埃及的控制相对减弱， 埃及的国家利益在

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维护。
外交上， 埃及的国际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埃及以独立

主权国家身份加入国际联盟， 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 内政上， “四项保

留条件” 的第三条， 即保护外国人和埃及少数民族的权利， 由英国人手中

转移到埃及政府手中， 从而维护了埃及对内行政权的基本完整。 经济上，
废除了外国人享有的包括免税在内的各种特权。 条约签订后， 苏伊士运河

的租借费得到提高。 军事上， 埃及开始扩大军队规模， 军人可以从中产阶

级家庭招募， 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上层。
第三， 确定了埃及实施世俗统治的政治体制。 君主立宪制时期， 埃及

政治经济的发展道路是沿着现代发达国家的轨道进行的。② 世俗的统治精英

没有给宗教精英留下攫取国家权力的空间。 政府机构设有宗教基金部， 管

理日常的宗教事务。 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归国王所有。 此外， 统治精英

在权力的争夺过程中， 注重借助世俗的力量， 而非宗教力量。 埃及的宗教

势力被统治精英有意地排除在统治力量之外， 沦为统治精英的附庸。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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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议员提出废除宗教法庭， 取消穆夫提这一宗教职务。①

在统治精英的互动关系中， 科普特人的政治参与也限制了宗教势力向

统治精英的渗透。 华夫脱党自成立之初就注重党内的科普特人比例， 以增

强自身代表的广泛性。 １９２３ 年， 埃及政府正式废除米勒特制度， 这大大激

发了科普特人的权利意识。 君主立宪制时期， 科普特人广泛参与了埃及国

家的政治生活。 １９２７ 年柴鲁尔去世后， 科普特人马克拉姆·埃贝德一度成

为华夫脱党的领袖， 后来多次出任政府大臣。②

第四， 促进了自由、 平等与民主思想的传播。 １９２３ 年宪法明确规定了

人人平等。 统治精英在政权的博弈中， 政党精英利用报纸等手段， 宣传自

由与民主的政治主张。 华夫脱党与自由立宪党组织群众进行三次护宪运动，
多次重申宪法精神， 使平等与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 自由、 平等与民主的

精神从观念和实践上得到传播。
埃及统治精英间互动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埃及仍然没有摆脱殖民地的地位。 殖民精英一直处于统治精英

互动关系的顶端。 一向反对殖民统治的政党精英， 也沦为殖民统治的工具。
同盟条约签订后， 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占领由非法变为合法。 殖民精英控制

着埃及的一切， 在埃及建立了为殖民服务的功能型国家， 为埃及构建了虚

伪的国家身份， 将殖民国家的矛盾转移到埃及这片文明的国土之上， 挑起

埃及国内政治力量的斗争， 使之角逐殖民者伪造的国家权威， 将埃及各种

政治势力玩弄于股掌之间。③ 二战期间， 殖民精英扶持华夫脱党掌权， 要求

政府遵守同盟条约。 根据 《英埃同盟条约》， 战争期间埃及付出了巨大的人

力、 物力和财力， 国家财尽民穷。④

第二， 激进组织兴起与壮大。 在精英的互动关系中， 法鲁克利用民众

暂时掌握主动权之后， 也像他父亲福阿德国王一样， 践踏宪法的尊严。 华

夫脱党虽然具有明显的非民主倾向和贵族政治的浓厚色彩， 但只要该党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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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反对国王支持的、 英国做后盾的政府， 就保持着国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

义的强大战斗形象。① 而在同盟条约签订后， 华夫脱党已经失去了民心。 一

个主张民族主义和立宪民主制的政党， 为了上台执政， 竟甘愿接受外国的

刺刀保护， 这无异于政治自杀。②

统治精英之间的争夺， 导致议会体制内的统治危机， 引发人民失去对

埃及走君主立宪制道路的信心。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正是在统治精英醉心权

力、 枉顾民心的危机情形下， 从一个纯宗教组织演变为具有强大号召力的

宗教政治组织。 １９３２ ～ １９４８ 年， 穆斯林兄弟会分支机构由 ５０ 个发展为 ２０００
个； １９３６ ～ １９４８ 年， 其成员由 ８００ 人增至 ５０ 万人。③ 穆兄会成为日后政府

最主要的反对派， 埃及政局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第三， 社会政治动荡不安。 王室精英与政党精英的殊死斗争， 加之殖

民精英的干涉， 引起埃及政局的动荡。 为期 ２８ 年半的君主立宪制时期， 历

经 ３８ 任政府。 每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不到 ９ 个月。 １９５２ 年上半年， 历经 ４ 届

政府， 其中阿里·迈赫尔组建的政府， 任期只有 ３３ 天。 议会屡遭国王解散，
只有一届议会完成了既定的任期。 精英领导的抵抗运动从合法抗议演变为

违宪行动， 暴力、 暗杀也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④

人民群众成为统治精英利用的工具， 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安定。 法鲁克

国王极尽展示其亲民性， 以赢取人民的支持。 埃及青年协会是国王主要的

支持者， 他们组织大城市的学生和社团， 成立半军事性的 “绿衫队”。 华夫

脱党倡导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也是利用民众的支持加强自身的力量。⑤ 为

了同国王及其他政党角逐权力， 华夫脱党还建立了自己的青年组织 “青年

联盟”， 成立半军事性的 “蓝衫队”， 以动员党的追随者和民众， 并对反对

派实施恫吓和恐怖。⑥ 统治精英无止境的争斗， 引起了社会的激烈动荡。
１９５２ 年殖民精英挑起的 “火烧开罗城事件”， 王室难辞其咎， 群众伺机发泄

不满， 激进分子更是火上浇油。 自此， 任何政党精英组成的政府都已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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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天， 埃及社会与政治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

结　 论

君主立宪制前期， 人民的权利与民主意识薄弱， 埃及的国家政治生活

基本局限于社会上层的统治精英。 新政治体制下， 国家权力被重新分配。
统治精英围绕新释放的权力展开殊死搏斗， 人民不过是统治精英争权夺利

的工具。 所以， 这一时期统治精英的互动很不稳定。 精英互动关系中的起

伏引起了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最终导致埃及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 但在统

治精英的较量中， 人民的民族、 民主与权利意识被唤醒， 他们既反对君主

的专制统治， 又反感政党的议会统治。 随着自由军官组织、 穆兄会的崛起

和 １９５２ 年革命的爆发， 埃及进入了一个没有国王、 没有议会， 乃至长时期

没有政党的新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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